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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表性论著有：刘伟从督抚权力的变化和运作中探讨督抚制度变迁的轨迹，参见刘伟 《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

地方关系研究》；龚小峰从民族背景、出身背景和行政经历考察两江总督的群体结构，参见龚小峰 《清代两江总督群

体结构考察》；台湾学者魏秀梅则采用量化分析法，以清代各督抚的满汉身份、任职年限和出身地域等视角进行列表

统计，反映出督抚制度的变迁状况，参见魏秀梅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近年来，有关督抚群体研

究的学术性论著转移到对河道、漕运以及某一朝总督的整体考察。如温凯从清代漕运总督的建置考察了这类群体的结

构和类型，分析其作用并探讨了漕运总督与其它督抚之间的关系，参见温凯 《清代漕运总督研究》。

清代云贵总督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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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云贵总督始置于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后经康、雍二朝及乾隆年初近九十年的分合演变，

至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最终定型。有清一代，被朝廷正式任命的云贵总督共８３人。从云贵总督的出

身背景、任职时长、旗汉比例与籍贯分布等信息的分析来看，它反映了清廷的用人之道，折射出清廷和

云贵总督辖区的特殊关系以及云贵总督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同时也显现了清廷对西南边疆地区

统治策略的调整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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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清代总督群体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
一些成果，其研究视角多聚焦于对清代总督群体的

总体考察①［１－４］，而对深处西南边陲的云贵总督这

一独特群体的专门研究则显得不足。本文以云贵总

督的出身背景和任职履历为切入点，采用数据统计

和表格分析的方法，试图勾勒出这一群体的总体形

象及其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一、云贵总督的建置沿革

总督之制起源于临时性差遣，与赞理或参赞军务

有关，属 “因事特设”，朝廷往往对 “所辖多，事重

者”加总督之名。［５］出于军事或政治管制的考虑，清



代西南地区所辖范围时分时合，最高军政长官的选派

特征每朝各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梳理。

云贵总督之名始见于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
年）［６］，其设置是与清军攻占云贵相联系的。清在

统一全国的进程中， “得一省必镇定一省”［７］，即

攻占一省便组织军队镇守。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
年），清军攻克贵州，次年攻占云南，鉴于云贵地

区民族构成复杂、自然环境险恶，不宜满蒙八旗军

驻防，故组建云贵绿营兵，置云贵总督统辖。

康熙初年，“四大辅臣”借世祖遗命，大肆调

整督抚体制。因而，此时的云贵总督分并频繁，变

化较大。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八月十三日，上
谕 “直隶各设总督一员，驻扎省城”。全国依省而

置总督达１５员，云贵总督遂分置为云南总督和贵
州总督。康熙四年 （１６６５年），朝廷谕旨总督由每
省置一员向两省或三省置一员转变，贵州总督又被

并入云南，复为云贵总督，驻扎贵阳府。随着吴三

桂在云南 “称藩专制”，云南局势转危，清廷为加

强对云南的管控力，遂安排云贵总督由贵阳府移驻

云南府，自此确立了云南督抚同城的体制，也奠定

了清代总督体制的基本格局。其后的雍、乾两朝均

只在此基础上作局部调整。

雍正朝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 “改土归流”，

在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云贵总督的建置也有所调

整。有清一代，督抚虽为两个权责不同的官职，但

并非完全分途，二者在职权上有相互交织渗透之

处。雍正三年 （１７２５年）十月庚寅，“以杨名时为
云贵总督兼管巡抚事，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管云贵

总督事”［８－９］。这种 “名实颠倒”的人事安排，反

映出雍正帝不拘常规， “因人定制”的性格特征。

雍正六年 （１７２８年），广西西隆州土司颜光色聚众
对抗官府，广西右江镇官兵前去征剿，广西提督亲

往督战，均不能剿平。直到鄂尔泰派兵破屯烧寨，

才得以镇压这次反抗，鄂尔泰就此深得雍正帝的赏

识。不久以 “广西离广东驻扎之处较远，而与滇、

黔二省相近”为由，命 “云贵总督兼制广西，给

三省总督印”，“著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一

应军民事务俱照总督例管辖”。［１０］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年），雍正帝又以 “广西距云南路远，广东

路近”（《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１４８，雍正十二
年十月戊午条）为由停云贵总督兼辖广西，与之

前的谕旨大相抵牾。据此可见，雍正帝是借鄂尔泰

的 “铁血手腕”助其完成在西南地区 “改土归流”

的政治构想，同时也为打压时任云贵总督的科目领

袖杨名时。所以，云、贵、广西三省总督的废置，

彰显出雍正朝职官建置 “因人定制”的特点。

乾隆朝，因贵州九股苗叛乱及云南 “改流”

大业未竟，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年）六月癸酉，谕：
“贵州苗疆事务，自张广泗经略以来，渐次就绪，

但善后事宜，正须料理，必事权归一，始可专其责

成。张广泗著授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物，尹继

善著为云南总督，专办云南事务。俱另行铸给关

防。”（《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２０，乾隆元年六
月癸酉条）云贵总督遂分置为云南总督和贵州总

督。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大金川发生沙罗奔叛
乱，清廷奉行 “以苗治苗”法，命熟悉苗情的贵

州总督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调度进剿事宜，“川

陕总督员缺著张广泗补授……云、贵二省原系一人

管辖，著仍复旧制，即以张允随授为云贵总督；图

尔丙阿著授为云南巡抚；孙绍武著授为贵州巡

抚”［１１］。自此，云、贵总督复并为云贵总督，终至

清朝覆灭，云贵总督的建置再未变动。

二、云贵总督的任职背景

清代，云贵总督属朝廷委任的九大总督之一，

抚治一方疆土，因而备受朝廷重视。从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云贵总督始置到武昌起义 （１９１１年）
的２５２年间，实授和署理云贵总督职务的共有８３
人８８任，另有２名贵州总督，其中包括任命后未
上任和署理的，但不包括因入觐、病假和前后任出

现空缺等事而短暂署理的。［１２－１３］本文以８３位实授
和署理形式赴职的云贵总督为统计对象，从出身背

景、旗汉比例和籍贯分布三个层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出身背景

清代官员选拔方式分正、异两途。“凡满、汉

入仕，有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

生者为正途，余为异途。”整个官场尤以科甲入仕

为殊荣，非科甲出身者虽可经保举而踏进正途行

列，但亦设有限制，如 “不得考选科、道”， “不

为翰、詹及吏、礼二部官”［１４］，以此来区别流品，

严格把控仕途登进。清制将官员明确分等，据

２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８月



《钦定大清会典》记载， “凡官之出身有八：一曰

进士，二曰举人，三曰贡生，四曰荫生，五曰监

生，六曰生员，七曰官学生，八曰吏。无出身者，

满洲、蒙古、汉军曰闲散，汉曰俊秀”。通过列表

统计得出的数据 （见表１），我们可以发现：有清
一代的８３位云贵总督中正途出身者占绝大多数，
其中进士共３１人，举人１１人，荫生和笔帖式各６
人，监生１人，生员 ７人；异途入仕者行伍虽占
１６人，但在整个群体中所占比例不高。由此可知，
清廷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是 “以文治边”与 “以武

镇边”相结合的统辖策略，对疆臣的派驻多青睐

于选择文官阶层。

表１　云贵总督出身背景统计

类别 进士 举人 贡生 荫生 监生 生员 文童 笔帖式 行伍合计

人数 ３１ １１ ４ ６ １ ７ １ ６ １６ ８３

① 《清史稿》“列传”及 “疆臣年表”中只说明该人物的满、汉族属与一些简略的仕途履历，而清代满人基本属

于旗人，故将７名旗籍信息不详的满人划入旗人一列。
②文中数据系笔者根据 《清史稿·疆臣年表》和 《八旗通志初集·直省大臣年表》统计所得。参见鄂尔泰 《八

旗通志初集》。

（二）旗汉比例

清代入主中原后仍沿用的是关外时期的八旗军，

为巩固统治的需要，最初的满八旗又吸纳蒙、汉武

装力量组成２４旗，习惯上统称为 “八旗”。清代旗

人较之非旗人享有区别性优待，表现在官职升迁上

尤为突出。从下表２的统计得知：有清一代的云贵
总督中旗籍人数有５２人，其中汉军旗籍１３人，满
军旗籍３７人，蒙古军旗籍２人，满、汉旗籍比例接
近１：３；余下部分为非旗籍的汉族 （含１名壮族），
共３１人，约占总人数的３７％；而满军旗籍中有镶黄
旗１１人，正黄旗６人，正白、镶蓝旗各４人，正蓝
旗３人，镶红旗２人，正红、镶白旗各１人，余下７
人旗籍信息不详①；汉军旗籍中有镶黄旗８人，正白
旗２人，正黄、正蓝、镶红旗各１人。②［１５］

表２　云贵总督旗汉比例统计

类别 汉人
旗人

满洲 蒙古 汉军
合计

人数 ３１ ３７ ２ １３ ８３
占比／％ ３７ ６３ １００

以上统计分析反映出清廷习惯任用旗人尤其是

满洲旗人为封疆大吏，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担任云

贵总督者在整个群体中不占优势，且属满汉旗籍的

云贵总督又多出自清朝皇帝直系统领的正黄、镶黄

和正白 “上三旗”，从中也可窥探出清廷统治者对

西南边陲治理的用意。同时，满汉旗籍与民族身份

不同的云贵总督的任时序列大致呈 “对勾”状分

布。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年）之前，满军旗籍者
虽占多数，但亦有汉军旗籍者穿插其间，总体上仍

是满汉参错分布。道光二十五年 （１８４５年）后，
云贵总督一职基本上被非旗籍的南方汉人 “包

揽”，其原因是承平日久的满人在虚幻的 “盛世”

中早已涤荡了关外时期的尚武精神，八旗将士的战

斗力被时光消磨得所剩无几，面对着突如其来的鸦

片战争及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清廷统治

者再也指望不上八旗兵丁，不得不重用有才干的汉

人助其平乱。于是，汉族督抚专权在晚清政治舞台

上上演，云贵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三）籍贯分布

从下表３可知：云贵总督共８３人，包括旗人

总督５２人，汉族总督３０人，壮族总督１人；旗人
包括满、蒙、汉三旗的旗人；汉人云贵总督的３０
人中，有湖南籍８人，江苏籍５人，福建籍２人，
浙江籍 ３，甘肃籍 ２人，江南籍 ２人，直隶、山
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籍各１
人。据此可得出清代云贵总督的籍贯分布十分广泛

且各省总督数量相差悬殊的总体特征。

表３　云贵总督籍贯分布统计

省别 旗籍
湖南

（汉）

江苏

（汉）

福建

（汉）

浙江

（汉）

甘肃

（汉）

江南

（汉）

安徽

（汉）

人数 ５２ ８ ５ ２ ３ ２ ２ １

省别
直隶

（汉）

山东

（汉）

河南

（汉）

湖北

（汉）

江西

（汉）

广西

（汉）

贵州

（汉）

广西

（壮）

人数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从横向分布来看，湖南籍最多。其主要原因是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趁机

发展壮大，令朝廷另眼相看。湘军中的许多将领凭

借战功因而一跃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故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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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勇的湖南籍相对偏多。其次是地处南方的江浙、

福建籍，因其经济繁荣、文教昌盛，易形成科举发

达的人文荟萃之地，此地培育的科甲人才也往往被

授为封疆大吏。其他如云南、贵州籍若干年不见一

人，即使虽有第７６任云贵总督谭钧培系贵州籍，
但在职时间不足一年就远调他乡，主要原因是清代

官员实行地区回避制度。如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年）
编定的 《大清会典事例》规定：“现任各官，有任

所与原籍乡僻小路在五百里以内者，均令呈明该督

抚酌量改调回避。如应声说回避而不声说并虚捏

者，一经查出，皆照例议处” （《大清会典事例》

卷８４《吏部处分则例》）。云南、贵州或与之毗邻
的广西乃云贵总督辖区 ［乾隆六年至十二年

（１７４１年至１７４７年），广西属云贵总督辖境］，实
行此制可避免地方总督权力膨胀，不服中央管制而

出现地方割据的状况。

三、云贵总督的仕途履历

清代官员任期无定制，督抚也不例外。决定其

任职时间的长短与皇帝的信任、是否犯错，以及自

身具备威服地方、“权兼文武，协和将吏，号民绥

辑”［１６］的能力有关。通过对云贵总督仕途履历的统

计，可从侧面反映云贵两省的行政运作状况。

（一）任职时长

从表４来可看出：云贵总督任期 １年以下者
３０人，约占总人数的３６％；１至２年者１４人，约
占总人数的１７％；２至３年者５人，约占总人数的
６％；３至５年者１７人，约占总人数的２０％；５至
７年者 ８人，约占总人数的 １０％；７年以上者 ９
人，约占总人数的１１％．

表４　云贵总督任期一览

任期 １年以下１～２年２～３年３～５年５～７年７年以上
人数 ３０ １４ ５ １７ ８ ９

从总体占有比例来看，云贵总督的任期频率波

动较大，任职时间１或２年者竟占半数。通过爬梳
史料所得的表格信息可知，任期时长极短的云贵总

督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其主要原因是从乾隆二十七

年 （１７６２年）起，因缅甸向中国内属土司征收贡
赋，引发了中缅边境冲突，清廷委任的云贵总督人

选因难能速靖缅边而频繁更换。从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年）至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年），清廷四次
征讨缅甸，均兵败而返，历任云贵总督结局悲惨，

或革职拿问，或被迫自杀，或因病解任等比比皆

是。例如：第２９任云贵总督刘藻因未能实现乾隆

皇帝提出的 “穷力追擒，捣其巢穴”［１７］的战前目

标而惶迫自杀；第３１任云贵总督明瑞迫于缅军包
围又粮尽援绝的窘境自缢而亡。任期稍长的云贵总

督主要集中在清道光年间。究其原因乃鸦片战争后

国门洞开，英法列强凭借不平等特权以传教事业为

名，侵入我国西南地区滋扰事端，清廷欲稳固边

防，因而暂弃先前那套 “边无常督”的帝王统驭

之术，云贵总督在任时间才始长。

（二）离职原因

有清一代的８３任云贵总督，其离职原因大致有

升迁、改调、降调、开缺、致仕、病卒和丁忧等数

种。据表５统计可知，离任云贵总督中升迁者１４
人，改调者２８人，降调者８人，革职者５人，开缺
者４人，致仕者２人，病解者２人，病卒者１０人，
丁忧者２人，赐死者２人，自尽者３人，战死１人。

表５　云贵总督离职原因一览

类

别

升

迁

改

调

降

调

革

职

开

缺

致

仕

病

解

病

卒

丁

忧

赐

死

自

尽

战

死

人数 １４ ２８ ８ ５ ４ ２ ４ １０ ２ ２ ３ １

总体来看，云贵总督离职原因以改调最多，达

２８人，占总人数的３３％．清廷通过频繁调动云贵
总督，可防止其长期把持地方、培植党羽，形成牢

不可破的利益关系网而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其次

是升迁的达１４人，约占总人数的１７％．其原因是
一旦西南局势不稳，清廷就委派新任云贵总督前去

整治，待其稳定边方，朝廷以嘉奖为名召回京师，

给予六部尚书衔，可谓是 “明升暗降”用意颇深。

再次，云贵总督病卒或非正常死亡者也不在少数，

达１６人之多。官至总督者年龄已达相当岁数，为
报皇恩而不辞劳苦，远赴边督任官，体力不支加上

公务繁忙、压力巨大，导致有些总督卒于任上。同

时有些总督因办事不力遭致贬官降职，或因自身贪

腐而被处死，或犯错而惶恐自杀者也不乏其人。纵

观这一群体的在职生涯可知，他们对西南边陲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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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民族团结等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四、结语

清代云贵总督的建置，始于顺治十六年

（１６５９年），经康、雍、乾三朝近百年的分合演变，
终至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年）成为定制。有清一代，
出任云贵总督者共有８３位，总督人选大多以正途
文官为主，行伍比例不多，这与魏秀梅研究统计的

结论不谋而合。［３］而云贵总督的建置因重大历史事

件或当朝皇帝的性格而呈现不同特征。譬如：康熙

朝因 “三藩之乱”形成了督抚同城的体制，此后

总督体制未作大的调整，相当于奠基时期；雍正朝

为推行 “改土归流”，重用干练股肱之臣，在总督

人事任免上 “因人定制”，相当于发展时期；乾隆

朝为平定西南苗疆边患，采取 “以苗治苗”法，

同时辅以分置云、贵总督的策略，可视为定型

时期。

清廷对云贵总督群体信息 （如出身背景、民

族成分、任职时长和离职缘由等）的筛选与抉择，

反映其对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策略的调整与深化，同

时也对该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

用。首先，云贵总督人选由中央直接任命，与整个

中央王朝的行政运作节奏相始终，此举加快了西南

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使云贵边疆与中央王朝

的关系更为密切。其次，云贵总督主要选自科甲出

身的仕人，汉文化底蕴颇厚，且多遵循 “从外籍

调本土”的委官原则，当其调为主政一方的封疆

大吏时，无疑给云贵边疆地区注入新鲜血液，是实

现云贵边疆地区由乱转治、族际间隙消弭及保障

“边”“内”经济文化交流顺畅无阻的一股重要政

治力量。最后，云贵总督群体的职能偏重于军事方

面，中央王朝赋予其最高统帅的地位，在坚强后盾

的羽翼下形成了覆盖严密的防控网络，大大巩固了

对西南疆域的实际统治力度，使中央王朝对西南地

区的统治实现了内地与边疆、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

地区的互动，实现了云贵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多

民族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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